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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孟晓志 1，2，谢 琳 1，2

（1.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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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

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6年和 2018年两期面

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

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

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

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

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

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

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

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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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非农转移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

济现象。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总量每年持续高达 1. 5 亿人，且总体稳中有

升。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是，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的男性与女性的数量存在显著差异，

尤其是 2009 年以后男女性别对比更为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 年之前外出务工劳动力

中男性约为女性的 1. 60—1. 70 倍，2020 年则增加为 2. 32 倍，呈现出性别差异不断扩大的态势。

王汉生等 ［1］ 指出，基本政策和制度框架，以及这些政策和制度框架所提供的特定机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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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限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具有主导作用。事实上，回顾中国农村的变革历程不难发现，

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并非是要素市场发育的独立事件，而是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紧密相关 ［2］。中

国于 2009 年开展了新一轮的农地确权，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的稳定性。这恰好与劳动

力外出务工性别分化的突变阶段相契合。Janvry 等 ［3］ 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

中，地权不稳定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孟晓志和李尚蒲 ［4］ 认为，农地产权稳

定性提高，则会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尤其是，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提高能够有效释放农村男性劳

动力。由此可以推断，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可能是劳动力外出务工性别分化的重要诱因。

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是以农户为产权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均

田制”的色彩。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性的地权均分成为地权制度实施的一个重要

层面。既然土地要素在农户之间是按家庭人口或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所以当人地关系发生增减

变化时，原有的土地分配均衡被打破，往往诱发频繁的农地调整以满足农户对地权平等的诉

求 ［5］。因此，农地调整一度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发生的现象。农地调整隐含着农地产权弱化并使

农户地权排他性降低，诱发村庄内部地权博弈与竞争的周期性现象，由此决定了村庄必须通过自

发的行动秩序来维护土地权益，而这种自发的行动秩序又源于村社和家户两个层面。

从村社层面看，村社自治和乡村非正式规范对于维持村社行动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乡村

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户对法律的认可度较低，乡村非正式制度安排成为一种有效的自我治理模

式，从而也使得非正式的乡村治理规范在地权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一直以来，村落宗族

在维持乡村秩序、形塑乡村文化和供给乡村公共产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宗族内部的

族规和习俗已成为配置土地资源的内在约束，使得宗族与土地产权的界定紧密相关，由宗族传统

形成的村庄资源配置方式也成为与村庄地权自发变更相关联的重要实现机制 ［7］。由此可见，地

权变更中村社行动秩序的表达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宗族这一非正式治权。从家户层面看，自发

的行动秩序的表达也表现为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强弱 ［5］。产权经济学对产权赋权和产权行使两

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明晰的赋权是重要的，但产权主体行使产权的行为能力的强弱同样重要 ［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户的赋权及权利边界的法律规定是清晰的，保证了农户所拥有的相对独

立的排他性产权。但体现主体产权行使及其行为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对产权的实际使用和操

作，受法律成本和知识不完备的影响，农地产权界定往往是不完全的，总是存在界定模糊的部分

权利。针对这部分权利，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对产权由谁来行使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产权在法

律上能够明确界定清楚，产权主体能否完全地行使其赋权也取决于其行为能力的大小 ［9］。

然而，在隐含产权不稳定的农地调整中，宗族在地权分配中的身份却具有双重性，既可能成

为维护公平性的“代理人”，亦可能转变为破坏地权稳定性的利益“攫取者”［10］。在乡村社会，

村落可能由多个宗族共同组成，每个宗族都是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紧密共同体，对处于宗族内的

个体家庭而言，宗族可以对每个家庭关系进行整合形成“公”的权威，但在宗族之外或与其他宗

族的交往中，宗族又带有“私”的性质 ［11］。在宗族对内“公”而对外“私”的关系下，从单个

宗族的绝对力量看，由宗族形成的绝对势力对内部成员的诸如土地等资源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

用。但从多个宗族对比情形看，一个村落内部只有存在相对力量对比均衡的多个宗族，或许才能

实现村落治权的平衡。具体到地权保护层面，村落内部存在相互制衡的宗族，可以实现村落治权

的平衡，并对地权起到保护作用。但如果宗族力量对比不均衡，则会对农地调整中的赋权公平性

构成威胁，甚至可能更易引发农地纠纷。村落中的农户往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村落复杂的宗

族关系之外，地权博弈的结果同样取决于农户家庭整体的行为能力。换言之，当宗族力量对比不

均衡而不能对地权公平性产生有效保护时，农地调整中形成的竞争性的地权将更多地表达为农户

彼此之间家庭力量的对比与角逐 ［4］。传统村落社会中的男性相对于女性往往在地位、力量和权

利等方面更有优势，故单个家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排他性和谈判能力的强弱通常由男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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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2］。显而易见，家庭中男性群体成为农地调整过程中对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力量，男

性的“在位”数量也就成为一个家庭在地权博弈和竞争中行为能力强弱的体现。

基于产权不稳定和其竞争结果主要依赖于男性“在位”参与的特性，村落家庭中的男性将与

农业生产紧密“捆绑”。同时，男耕女织的传统所形成的家庭分工使女性主要从事料理家务、照

顾老人和抚育子女等家庭内部事务。村落中男性与女性所处境遇的不同将可能使女性的个体决策

与男性有所区分，从而导致地权稳定性变化对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产生不同

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 2016 年

和 2018 年数据也显示，相比于未经历农地调整的农户，有农地调整经历的农户男性外出务工的

比例更低，而女性的变动趋势则相对较小，且并未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刘晓宇和张林秀 ［13］ 指出，面对表征地权不稳定的农地调整，农户往往会采用自己“占有耕

种”的行为以捍卫地权，导致劳动力锁定于农业生产，从而对农户非农转移产生抑制作用。可以

进一步推断，由于男性在农地调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地权稳定性主要作用于男性劳动力的就

业选择，由此解释了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分化现象。然而，已有研究忽略

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的性别差异，且未将宗族这一对地权分配具有重要影响

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6 年和 2018 年两期

面板数据，构建了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分析框架，探究在宗族非正式

治权下，地权稳定性对不同性别劳动力转移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农地产权政策的调整及乡村治

理中如何更好地利用乡村非正式力量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

（一）传统乡村视域下的宗族及其与农地调整的关系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自古以来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的宗族制度最早源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以血缘、婚姻等关系组成的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共同

体形成了宗族组织的最初样态。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宗族组织形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

的作用历经嬗变，到明清时期，宗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更

趋于血缘与亲缘叠加关系上的熟人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稳定与封闭共存。宗族在组织生产、村

社公共产品供给和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是乡村治理和乡村经济发展中

的主导者 ［14］。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合作式生产方式对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产生了巨大冲击，

使得宗族力量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后，“全能主义”的人民公社瓦解，国家行政命令逐步被市场

经济所取代 ［15］。此时，在基层政权中，国家权力“收缩”留下的部分“功能空白”被乡村宗族

等非正式治权所占据，这一时期的宗族承担了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功能。尤其是村庄自治和村民

一票制“海选”的制度化推进，使得宗族在现代乡村中持续发挥作用 ［16］。可以说，宗族是贯穿

中国乡村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对乡村治理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户因集体成员权而被赋予参与地权分配决策的权利，

这反映了农地调整具有公共选择的性质。农地调整是对集体成员所拥有的地权的再分配，同时也

是合约的重新缔结。此过程既是集体共同意志的反映，同时也取决于参与者的策略互动。然而，

在正式制度缺位的乡村社会，非正式制度作用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关注到，相对于正式的法律制

度，地权实施中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不容忽视 ［17］。显然，在村落社会结构中，地权的界定及

实施在经过多方博弈后将达到均衡状态。宗族固有的组织性和文化地域性深刻地影响着村落的社

会结构，而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聚村而居的村落传统使得“权利文化网络”在农村要素配置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18］。法律层面的农地产权是通过村集体实施的，而村庄治权本身就与族权关系

密切 ［19］。尤其是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宗族所具有的组织动员和自我治理功能在为基层治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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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补益的同时，也将在村庄产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意义来看，农地调整通常是为了

增加村庄人口生存空间的帕累托改进而私立的产权规则，是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障缺失状态下，

村民自发的集体行动，具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典型特征。而作为传统村居格局下 （自然村或自然

组） 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宗族的存在有助于资源配置自我实施，并与地权变更紧密相关。

（二）农地调整中的宗族博弈和农户选择

与西方的农地私有产权制度相异，中国的农地属于集体成员共有，农户凭借其集体成员身份

无偿获得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在这样的地权制度安排下，农户拥有的是一种有限排他性的非完全

地权。集体产权天然存在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或乡村组织干预农户地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20］。当

考察宗族作为重要的非正式组织对地权稳定性产生影响时，农地作为村落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

权界定与实施必然受到宗族的影响。若村落内部宗族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制衡，那么农地产权的界

定将能够依据农户达成的协议进行，地权分配将处于相对公平状态。反之，如果宗族间因竞争力

量强弱差距悬殊而出现彼此约束失衡，那么资源或将被更强大的宗族所攫取。因此，在农地调整

中，农户的非农转移决策将受到宗族非正式治权对比所形成的现实情境的影响。为此，本文借鉴

仇童伟和罗必良 ［17］ 的研究，构造了农地调整中基于宗族博弈的农户选择策略模型。

为简化分析，笔者提出两个前提假定：一是村落只存在两大宗族且双方目标都为收益最大

化。二是宗族双方无地权竞争之外的休闲活动或其他非创造收益的活动，且不存在偏好异质性。

经济学家将交易框架内的努力分为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前者指的是人们对财富的创造，后

者指的是将别人的财富转化为自己的财富的付出。当产权存在约束力不足、排他性较弱，或者相

比较于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的成本更低而收益更高时，人们就会更加偏向于作出分配性努力

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8］。假定宗族 1 和宗族 2 均把当前持有资源 ri用于生产性投入 mi和分配性投

入 di。其中，生产性投入是指在农地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分配性投入是指与其他宗族进行地

权竞争的投入。在不区分由于地权竞争的进攻和防御活动的情况下，两个宗族资源分配情形

如下：
  ri = aimi + bidi （1）
其中，假定资源总量为常量，即 r1+r2=r，这表示村庄土地总量恒定，不随宗族双方博弈行动

而变化。ai 和 bi 也恒为常量，分别表示资源转化为生产投入和竞争投入的单位转换成本。那么，

生产强度和地权竞争强度的定义为：
  Mi=mi/ri （2）
  Di=di/ri （3）
其中，aimi + bidi = 1，且处于稳态条件中的两大宗族都作出一次性的最佳选择。否则，若

存在多次无休止的博弈，则村庄将陷入冲突且这种冲突最终会把其中一方“挤出”，这显然是不

现实的。假定两个宗族获取农地资源只有通过地权竞争这一途径，且双方竞争获胜的概率分别为

p1和 p2 （p1 + p2 = 1）。由此，可以得出宗族获得的资源为：

  ri = pir （4）
参照 Hirshleifer［21］ 的竞赛成功函数设定，可以推出宗族 1 和宗族 2 竞争获胜的概率由二者投

入地权竞争的资源之比和代表资源重要性的参数 w （w>0） 共同决定：
  p1/p2 =(d1/d2)w （5）
在式 （5） 中，随着 w 的增加，竞争成功概率 pi 对 di 的敏感度随之提高。显而易见，由农地

资源稀缺性决定的人地关系紧张使农地成为村庄重要的生产资料，当农地成为宗族唯一的生产资

料且资源只能通过竞争的方式取得时，资源重要性 w 将显著增加，宗族间的竞争亦将愈发激烈。

宗族竞争实力的强弱与 di 正相关，di 为宗族整体竞争资源的投入，是构成宗族所有成员投入的合

集。很显然，在宗族整体竞争资源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宗族规模越大，单个成员的投入就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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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使得竞争获胜的概率 pi 对个体成员竞争投入十分敏感。假定 w 不变，随着宗族成员的增

加，产生的规模优势将增加竞争获胜的概率，从而形成对其他宗族农地的“挤出”。由式 （2）、

式 （3）、式 （4） 和式 （5） 推导得出：
  p1/p2=(D1/D2)W/(1-W) （6）
其中，p1/p2 为均衡成功比率。当 w 趋近于 1，即土地资源对村落内部的宗族及农户极其重要

时，均衡成功比率对宗族的竞争投入将极为敏感。此时，竞争结果取决于双方竞争资源的投入，

或者说取决于宗族规模的对比。村落内部宗族力量对比越不平衡，大宗族的博弈优势越明显，而

小宗族或村内其他非宗族成员的权益将受到损害。进一步在两大宗族博弈均衡基础上扩展到村落

整体，宗族间的博弈使得地权稳定性变化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将存在于村落宗族力量均衡和

非均衡两种情境。

一种情境是，宗族力量对比均衡。在地权博弈中，各个宗族投入的资源趋于一致，或者说用

于竞争资源投入较少甚至趋近于零。此时，地权的界定与实施基本满足村民的公平诉求。那么，

村落内部无论是大小宗族，还是其他非宗族农户个体，都会摆脱地权竞争的束缚，农户不再担心

失去地权，并作出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决策。另一种情境是，宗族力量对比处于非均衡状态，村落

内部存在激烈的博弈与竞争：大宗族利用其组织规模优势形成对小宗族或者其他非宗族农户地权

的挤占。换言之，在农地调整中，宗族产生对地权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村

庄内部各个宗族之间势力的均衡程度，即宗族之间是否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衡，而农户对非农转

移的选择也取决于宗族力量对比达成的均衡程度。

（三）农地调整、非平衡治权与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

纵观古代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建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意识形态。男性对女性的绝对

统治成为社会的基本法则，并体现在三纲五常等级体系中 ［22］。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长期传承

并固化于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中，对乡村社会农业生产资料分配，特别是土地配置产生了重大

影响。在农村乡土社会中，人均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现实决定了理性原则下的农户追求的首

要目标是保障生存安全 ［23］。土地自然成为农户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甚至被誉为农民的“命根

子”。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下农户外出的机会少、风险大，固守于土地，依托于土地的以村庄为基

本单位的内卷化生产成为农民的必然选择。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决定了村落中农户的双重性：一

方面，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农户之间基于血缘和地缘进行互助合作以谋求生存；另一方面，土

地资源的稀缺性又使得农户为获得土地而相互竞争，竞争结果往往取决于家庭势力的对比。显

然，家庭势力的对比决定了男性的比较优势。在传统农户家庭的分工格局中，女性常从事料理家

务、照顾老人和抚育子女等家庭内部事务，而男性则负责出门耕种和处理家庭对外事宜等。长此

以往，逐渐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产生了男性与女性角色的差异。

中国农村收入来源的单一性决定了土地成为农民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而人多地少的国情更

意味着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也直接加剧

了因农地调整而产生的地权博弈与竞争。尤其是，在力量对比均衡性不确定的宗族治权情境下，

地权博弈与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竞争者“在场”对地权的保护，或者说演化为多方参与主体行为

能力的强弱。就单个农户的行为能力而言，一方面，由于个体排他能力受空间边界的约束，当农

户从事远距离非农就业时，农户家庭的排他能力将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当农户更多地在村落内

部活动时，其对土地的在位控制及排他能力更强。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宗族治权非平衡下的村落

中地权的重新界定与分配平衡的达成，往往又取决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户间的力量对比。此

时，由于性别角色差异，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维护家庭权利的力量和声望更大。

在地权分配的竞争中，男性则成为农户家庭实力的代表。故在隐含产权不稳定的农地调整中，家

庭中的男性成为农户保证自身地权的关键，从而导致男性被束缚于农业生产而不能自由地实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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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移。对于女性，虽然法律规定女性与男性地权并无显著差异，但传统农村的女性地权却缺乏

保障，且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土地产权的动态调整中 ［24］。按照此逻辑，地权得不到保障的女性

更应去外面寻找就业机会。但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女性主要从事料理家务、照顾老人和抚育

子女等家庭内部事务，对外事务或经济责任主要由男性承担。因此，总体而言，在农地调整中，

地权不稳定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地权不稳定产生了对男性的束缚，从而抑制

其外出务工，而对于女性的影响较小，甚至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主题涉及中国劳

动力的生活、教育、收入、消费、就业、健康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也对农村社区的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及家庭结构特征等进行了详细调查。该调研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份，这些省份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90% 以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鉴于研究目的和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

选取 CLDS2016 和 CLDS2018 两期数据并构造平衡面板进行经验分析。结合研究主题，在剔除缺

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得到 6 730 份农户有效样本。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男性外出务工占比和女性外出务工占比，数据来源于问卷中对家庭成员

状况的描述，定义为男性或女性外出务工数占家庭成员总数的比重。同时，本文计算的劳动力性

别占比均采用劳动力数量与家庭总人数之比，原因在于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行为，

而通常是家庭的共同决策。

⒉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农地调整，此变量来源于问卷问项“2003 年以来是否经历过农地调整”

的回答结果。若回答是，则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

⒊机制变量

探究地权稳定性对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的关键情境是宗族非正式治权。

本文衡量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变量设定为村落内宗族势力的强弱，并将其分为宗族绝对势力和宗族

相对势力。一方面，对宗族绝对势力的衡量来源于村庄问卷中第一大宗族和第二大宗族的人口总

和占村庄总人口的比重，若宗族人口占比超过 50%，代表宗族绝对势力强，赋值为 1；反之，则

表示宗族绝对势力弱，赋值为 0。另一方面，对宗族相对势力的衡量来源于问卷中第一大宗族和

第二大宗族人口数量的对比关系。若村庄中前两大宗族的人口数量比高于所有村庄中前两大宗族

数量比的均值，则定义为宗族势力对比均衡，赋值为 1，反之，归为非均衡组，赋值为 0。

⒋控制变量

由于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家户层面，为了提高回归拟合的可信性，参照刘晓宇和张林

秀 ［13］ 与洪炜杰和罗必良 ［25］ 的研究，将同时影响农地调整和劳动力务工的控制变量划分为家庭

层面和村庄层面。其中，家庭层面主要包含农户的人力资本禀赋和农业资源禀赋，村庄层面则涉

及村庄的经济、人口、地理和交通条件等多个方面。具体设定为：（1）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选取

人均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收入占比和耕地总面积来反映家庭特征。（2） 村庄层面控制变

量：选取村庄经济情况、村庄人口情况、村庄少数民族占比、村庄地形、村庄交通条件和村庄所

在地区来控制村庄特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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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农地调整对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影响，本文考虑构建面板数据的适用模型。笔者参

照陈强 ［26］ 与众多学者们的做法，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 000，强烈地拒绝原假

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此，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β0 + β1Xit + β2Dit + αi + λt + εit （7）
其中，Yit 为农户 i 家庭在 t 期男性或女性外出务工占比；Xit 为农户 i 在 t 期是否经历过农地调

整；Dit 为包含了农户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所有控制变量；αi 为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年份固定效

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假设其满足正态分布。

既往研究表明，由于反向因果或者遗漏变量等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农地调整，在模型设定中，虽然控制了农户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变量，但仍

有可能会遗漏与农地调整和劳动力非农转移都相关的变量，导致解释变量不满足与随机扰动项不

相关的假定，由此带来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能够很好地解决由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引起的

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根据农户周围地区农地调整情况，选取“地级市内除

本村农户外其他村农户是否经历农地调整的均值”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其满足与解释变量农地

调整相关而外生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要求，工具变量回归的模型设定如下：

  Y = αX̂1 + β1X2 + v1 （8）
  X̂1 = δ1X1 + δ2X2 + v2 （9）
其中，Y 为劳动力非农转移；X1 为农地调整的工具变量；X2 为可能同时与农地调整和劳动力

非农转移相关的控制变量；X̂1 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拟合值；v1 和 v2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 （1） 和列 （3） 是采用面板数据的混合回归结果；列

（2） 和列 （4） 是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 （1） 和列 （2） 的结果显示，农地调整

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抑制作用，且都在 1% 水平上显著；列 （3） 和列 （4） 的结果显示，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农地调整

宗族绝对势力

宗族相对势力

人均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农业收入占比

耕地总面积

村庄经济情况

村庄人口情况

村庄少数民族占比

村庄地形 （是否山区）

村庄地形 （是否丘陵）

村庄交通条件

定 义

男性外出务工数/家庭成员数

女性外出务工数/家庭成员数

2003 年以来是否经历过农地调整：是=1；否=0
前两大宗族人口占比是否超过 50%：是=1；否=0

前两大宗族的人口数量对比是否均衡：是=1；否=0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成员平均健康水平

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

家庭拥有的承包地总面积的自然对数

村庄是否有信用社：是=1；否=0
村庄户籍人口数

少数民族人口/村庄总人口

是=1；否=0，平原为参照

是=1；否=0，平原为参照

村委会距县政府的距离 （千米）

均 值

0. 137
0. 088
0. 149
0. 730
0. 720
7. 211
3. 466
0. 374
1. 401
0. 214
4 357
0. 121
0. 258
0. 284

24. 350

标准差

0. 217
0. 187
0. 357
0. 444
0. 449
3. 253
0. 907
0. 437
1. 010
0. 410

11 000
0. 293
0. 438
0. 451

22.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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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调整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此回归结果检验了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

移影响的性别差异。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⒈工具变量法

工具变量可以有效缓解因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误。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

稳健的，本文使用“地级市内除本村农户外其他村农户经历农地调整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236，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农地调整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满足了二者相关的假

定。此外，F 值为 29. 087，远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 10，这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外出务工

无显著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2　农地调整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人均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农业收入占比

耕地总面积

村庄经济情况

村庄人口情况

村庄少数民族占比

村庄地形 （是否山区）

村庄地形 （是否丘陵）

村庄交通条件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24*** （0. 007）
0. 007*** （0. 001）
0. 022*** （0. 003）

-0. 094*** （0. 006）
-0. 017*** （0. 003）

0. 006 （0. 006）
0. 000*** （0. 000）
-0. 001 （0. 010）

-0. 012** （0. 006）
-0. 007 （0. 007）

-0. 000*** （0. 000）
不控制

0. 104*** （0. 013）
6 730
0. 136

（2）

-0. 029*** （0. 010）
0. 007*** （0. 002）

0. 004 （0. 004）
-0. 032*** （0. 009）

-0. 001 （0. 005）
-0. 011 （0. 011）

0. 000*** （0. 000）
0. 018 （0. 027）

-0. 018* （0. 010）
-0. 003 （0. 013）

0. 000*** （0. 000）
控制

0. 091*** （0. 023）
6 730
0. 093

（3）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05 （0. 006）
0. 003*** （0. 001）
0. 010*** （0. 003）

-0. 021*** （0. 006）
-0. 010*** （0. 003）

0. 014** （0. 006）
-0. 000*** （0. 000）

0. 005 （0. 009）
-0. 006 （0. 006）

-0. 017*** （0. 006）
-0. 000*** （0. 000）

不控制

0. 086*** （0. 012）
6 730
0. 038

（4）

0. 004 （0. 008）
0. 002 （0. 002）
0. 007 （0. 004）

-0. 005 （0. 009）
-0. 002 （0. 005）
-0. 015 （0. 010）

-0. 000*** （0. 000）
0. 049* （0. 026）
0. 012 （0. 010）

-0. 005 （0. 012）
-0. 000*** （0. 000）

控制

0. 059** （0. 023）
6 730
0. 00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3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第一阶段拟合值）

控制变量

地区/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R2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0. 237** （0. 118）
控制

控制

0. 136*** （0. 022）
6 730

0. 236*** （0. 044）
29. 087***

25. 368
0. 025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0. 142 （0. 113）
控制

控制

0. 064*** （0. 020）
6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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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避免自选择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重新进行估计。

笔者将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设定为实验组，而将未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设定为对照组，采用

三种不同的匹配方法估计农地确权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三种匹配

方式均显示，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女性外出务工无显著影响，与

前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再次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

别用男性外出务工人数和女性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所有男性和女性数量的比重来替换基准回归的

被解释变量，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5 列 （1） 和列 （3） 所示。同

时，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比是介于 0—1 之间的连续变量，具有双受限特征，故另采用面板

Tobit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5 列 （2） 和列 （4） 所示。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农

地调整对男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对女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基准回归结

果的稳健性。

五、机理分析

（一）农地纠纷的传导效应

农地调整之所以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存在抑制作用，源于农户在地权变更时需要进行地权的博

弈与竞争。男性作为博弈与竞争结果的关键，自然而然地受到地权稳定性的影响。原因在于，在

地权博弈过程中，不稳定的地权更容易引发土地承包权益纠纷，由此形成对男性的束缚。为了验

证这一逻辑，本部分引入农地纠纷作为农地调整作用于男性劳动力非农转移选择的传导变量。变

量的定义来自问项“农户是否产生过因农地承包或土地权益问题而发生农地纠纷”，若回答是，

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农地调整所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增加了农地纠纷，而农地纠纷的增加显

表4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结果

变 量

男性务工占比

女性务工占比

匹配方式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ATT
-0. 025**

-0. 020**

-0. 022***

0. 005
0. 004
0. 005

S. E.
0. 011
0. 008
0. 007
0. 010
0. 008
0. 007

t 值

-2. 280
-2. 350
-3. 040

0. 512
0. 480
0. 700

表5　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与变换估计模型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35** （0. 014）
控制

控制

0. 102*** （0. 033）
6 730
0. 027

（2）

-0. 080*** （0. 029）
控制

不控制

-0. 600*** （0. 057）
6 730

（3）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01 （0. 015）
控制

控制

0. 101** （0. 040）
6 730
0. 010

（4）

-0. 022 （0. 044）
控制

不控制

-0. 866*** （0. 089）
6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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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抑制了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对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二）宗族非正式治权下农地调整与农地纠纷关系的讨论

为了厘清宗族非正式治权在农地调整时对男性外出务工的作用机理，本文进一步探讨宗族非

正式治权在缓解农地纠纷中发挥的作用。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宗族绝对势力强时，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性更易引发农地纠

纷。这说明，强大的宗族绝对势力在农地调整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可能发挥的是与维护地权公平

相悖的“负面”作用，即对内部成员地权维护和对外部成员地权破坏的“负面”作用。进一步

地，本文探究宗族相对势力对比情境下农地调整与农地纠纷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宗族相对势

力对比均衡与否，农地调整都会增加农地纠纷。但是，在宗族相对势力对比不均衡时，农地调整

对农地纠纷的作用更强，而当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时，这种作用明显减小。这个结果说明，相

对于势力对比不均衡的宗族，相互制衡的宗族能够弱化农地调整对农地纠纷的影响，起到维护地

权公平的作用。

（三）对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分组检验

村落宗族的存在直接影响农地调整中地权分配的公平性，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大小对地权

博弈的结果也起到关键作用。现有文献已经指出，宗族在地权博弈中扮演双重角色，既可能形成

对地权的保护，亦可能破坏地权分配的公平性。一方面，由于宗族的显著特征是对内“公”而对

外“私”，这可能会导致在村落中具有绝对力量的宗族产生对土地资源的攫取，破坏地权分配的

公平性，对内部成员产生主动束缚和对宗族之外成员产生被动束缚；另一方面，从宗族相对力量

来讲，当村落内部宗族之间的势力不均衡而使得地权分配不能按照村民意愿进行公平分配时，宗

族内部成员规模成为地权博弈与竞争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束缚。当村落内部宗族之

间的势力能够形成相互制衡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形成对地权的保护，弱化对劳动力所形

成的束缚。但是，无论是从宗族绝对势力还是从宗族相对势力来讲，非稳定产权下的男性作为农

户家庭整体力量的代表，在地权博弈中扮演的角色意味着其成为地权竞争结果的关键，从而影响

表6　农地纠纷的传导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农地纠纷

控制变量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农地纠纷

0. 149*** （0. 012）

控制

控制

-0. 082*** （0. 017）
6 730
0. 059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62*** （0. 023）
控制

控制

0. 084*** （0. 023）
6 730
0. 065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0. 011 （0. 024）
控制

控制

0. 061*** （0. 023）
6 730
0. 008

表7　宗族非正式治权下对农地调整与农地纠纷关系的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农地纠纷

宗族绝对势力弱

-0. 006 （0. 006）
控制

控制

0. 234*** （0. 035）
2 215
0. 500

宗族绝对势力强

0. 171*** （0. 016）
控制

控制

-0. 087*** （0. 019）
4 515
0. 283

宗族相对势力对比不均衡

0. 228*** （0. 033）
控制

控制

-0. 154*** （0. 036）
1 885
0. 502

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

0. 105*** （0. 014）
控制

控制

-0. 050** （0. 022）
4 845
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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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出务工。因此，本文将农地调整对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影响从两个层面进行分组检验，其一

是宗族绝对势力情境，其二是宗族相对势力情境。

⒈对宗族绝对势力情境的考察

表 8 为在宗族绝对势力情境下，农地调整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检验结果。其中，列 （1）
和列 （2） 为对男性外出务工影响的分组考察，列 （3） 和列 （4） 为对女性外出务工影响的分组

考察。回归结果显示，当宗族绝对势力弱时，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当宗

族绝对势力强时，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当宗族绝对势力强

时，宗族内部成员在地权的博弈与竞争中能够获得土地资源优势，进而使其在农地调整中获得更

大的益处，从而抑制其外出务工；而宗族外部成员为了保护自己拥有的地权，同样会选择留守并

进行地权竞争。由此，农地调整所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形成了对男性外出务工的抑制。对女性外出

务工而言，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即无论宗族绝对势力强还是弱，农地调整对女性外出务工都

不产生显著影响。

⒉对宗族相对势力情境的考察

前面考察了在宗族绝对势力强或弱的情形下，农地调整对外出务工性别差异的影响，且得出

当宗族绝对势力强时，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那么，宗族在乡村中作用

的发挥不仅与其绝对势力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其相对势力的大小，即上文中所提到的宗族间能否

形成村落权力的制衡。表 9 为对宗族相对势力分组考察的检验结果。

由表 9 可知，列 （1） 和列 （2） 同样是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影响的考察，列 （3） 和列

（4） 是对女性外出务工影响的考察。由表 9 可知，当宗族相对势力对比不均衡时，农地调整对男

性外出务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时，农地调整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

表8　对宗族绝对势力情境的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宗族绝对势力弱

-0. 013 （0. 013）
控制

控制

0. 122*** （0. 024）
1 816
0. 131

（2）

宗族绝对势力强

-0. 033*** （0. 008）
控制

控制

0. 105*** （0. 017）
4 914
0. 197

（3）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宗族绝对势力弱

-0. 003 （0. 015）
控制

控制

0. 067*** （0. 019）
1 816
0. 061

（4）

宗族绝对势力强

0. 003 （0. 008）
控制

控制

0. 093*** （0. 015）
4 914
0. 055

表9　对宗族相对势力情境的检验结果

变    量

农地调整

控制变量

个体/年份 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男性外出务工占比

相对势力对比不均衡

-0. 038*** （0. 014）
控制

控制

0. 093*** （0. 024）
1 885
0. 214

（2）

相对势力对比均衡

-0. 016** （0. 008）
控制

控制

0. 116*** （0. 017）
4 845
0. 169

（3）
女性外出务工占比

相对势力对比不均衡

0. 006 （0. 015）
控制

控制

0. 091*** （0. 025）
1 885
0. 061

（4）

相对势力对比均衡

0. 003 （0. 008）
控制

控制

0. 087*** （0. 014）
4 845
0. 062

41



孟晓志，谢琳 .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工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这一结果说明，宗族只有在力量相互制衡时，才会起到对地权公平的维

护作用。当相对力量对比不均衡时，力量相对强的一方可能通过地权的重新分配攫取利益，进而

产生对地权公平性的破坏。此外，本文也考察了在宗族相对势力对比情形下，地权不稳定对女性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还是不均衡，农地调整对女性外

出务工都未产生显著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追求地权分配公平决定了农地调整存在的合理性。农地调整

作为农村界定地权的重要方式，虽然能够体现集体成员权公平，但也可能会破坏经营权的稳定

性 ［27］。学术界通常将农地调整作为地权不稳定的衡量指标，来探究其隐含的行为发生学意义。

其中，地权稳定性与劳动力外出务工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典型的主流文献从经营

权不稳定的观点出发，指出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3］。这些研究认为，面对农地

调整所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农户往往会采用留守来实施对地权的保护，从而影响其非农转移决

策。但是，现有文献并未考虑乡村非正式治权的作用，也并未对劳动力的异质性进行区分。地权

变更引发的产权不稳定及地权中“公共领域”的广泛存在，为农地权利的竞争留下了空间，致使

农户普遍被卷入了对地权讨价还价的博弈之中。同时，宗族等非正式组织在中国乡村资源分配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产生了土地产权实施中农户家庭成员非农转移决策不确定性的问题。因

此，本文拓展了已有研究，构建了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分析框架，结

合乡村非正式治权情境，探寻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及其作用机理，以便更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劳

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差异现象。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6 年和 2018 年两期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农

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由于男性在地权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故

农地调整对男性劳动力非农转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却不显

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引发的地权博弈与竞争产生农地纠纷，并由此抑制男性劳动力

外出务工。同时，当宗族绝对势力弱，或者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时，农地调整对农地纠纷的影

响更小。这个结果说明，农地调整对男性外出务工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但当宗族绝对势力

弱，或者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时，这种抑制作用被明显地弱化了。

与劳动力流动相伴随的人地关系变化是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为

了处理好产权变更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劳动力

转移性别差异所隐含的产权经济学含义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农地调整是体现集体成员权公平的重

要方式，在看到农地调整在保障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时，也应充分重视传统道德习俗等非正式治

权在保障产权公平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对产权实现更好的保护。“乡土中国”存在

着根深蒂固的自治文化 ［28］。宗族是社会变迁中存在的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社会组织。正如费孝

通所说，“活生生的生活中有许多是从过去传下来的，但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因为

他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29］。笔者发现了宗族组织对于地权分配和非农就业的重要影

响，那么，以宗族组织在地权分配中的作用为出发点，扩展到乡村治理的全局来看，非正式制度

发挥的作用成为正式制度的积极补益。

在任何社会或者社会阶段，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也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 ［30］。现代化进

程是在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有必要对宗族

等非正式治权进行改造或者适应性重塑，以充分发挥其在维持乡村秩序、保护村庄安定、维护村

落公平等方面的正面功能，由此拓展乡村善治的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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